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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析为证：	
大数据分析报告证据化的二元模式

陈如超*

内容提要 公安机关近年大力推动金析为证，即将侦查人员的资金分析报

告全面改造成鉴定人的司法鉴定意见。然而，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实际上存

在侦查型资金分析（侦查人员的资金分析研判）与鉴定型资金分析（鉴定人

的资金分析鉴定）两种类型。根据侦查人员与鉴定人的诉讼角色及诉讼功能

差异，金析为证应当采取二元模式：侦查人员的资金分析报告作为资金数据检

查笔录；鉴定人的资金分析报告作为法定的鉴定意见。基于金析为证的实践

探索与理论分析，刑事司法中各类大数据分析报告的证据化路径可以采取“大

数据检查笔录 + 司法鉴定意见”的双轨制模式。证据类型的二元化既有助于

规范大数据分析报告的生成机制与评价机制，又能推动大数据类司法鉴定工作

的规范化与制度化。

关键词 金析为证 资金分析 资金分析鉴定 大数据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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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公安机关当前侦办信息网络犯罪案件，面临人员流、资金流、通讯流等各类涉案大

数据。涉案大数据一般难以被直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公安机关通常需要提供针对涉案

大数据的分析报告。大数据分析报告是侦查人员或者公安机关指派或聘请的其他专业

人员对涉案大数据进行分析、梳理、穿透之后形成的专业分析报告。大数据分析报告有

助于侦查人员进一步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证明犯罪事实。然而，对于大数据

分析报告的证据定位及其底层逻辑，理论界至今聚讼纷纭，司法实践也做法不一。有鉴

于此，本文以资金大数据分析报告为样板，探索大数据分析报告证据化的制度路径。资

金大数据是案件中相关资金甚至犯罪嫌疑人的数字印记或数字足迹，是证明案件事实的

“DNA”，所以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以下简称“经侦局”）近年积极推动金析为证。

金析为证是“资金分析成果证据转化”的简称，是指将资金分析成果转化为刑事诉讼证

据的一种法律实践活动。① 以金析为证作为切入点，讨论大数据分析报告的证据化具有

制度依据与实践基础。

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的资金分析研判成果（以下简称“资金分析报告”）大多停

留于“辅助侦查”阶段，或者被转化成书证、电子数据、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等其他证据形

式。② 为了提升经济犯罪侦查的办案质效，充分发掘资金分析报告的证据价值与证明潜

能，从 2023 年 7 月开始，在公安部与部分地方公安机关的双向推动下，金析为证经历了

前期论证（2023 年 8 月—10 月）、统筹谋划（2023 年 11 月—12 月）、全面推进（2023 年

12 月—2025 年 4 月）与落地生根（2025 年 4 月至今）四个阶段。③ 作为标志性事件，公

安部于 2025 年 4 月 7 日公开发布的《公安机关资金分析鉴定工作程序规定（试行）》（以

下简称《资金分析鉴定规定》）确立了资金分析报告作为鉴定意见的工作目标，实现了

资金分析由“数据”向“证据”的转化，从根本上解决了此前资金分析报告因为“证据

属性模糊”而难以被检法机关采信的难题，为金析为证提供了制度依据。④

公安机关积极推动金析为证，并不意味着侦查人员的资金分析研判工作应当全部转

化成鉴定人的资金分析鉴定。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实际上存在两类资金分析：一是侦

查型资金分析，即侦查人员从事的涉案资金分析研判；二是鉴定型资金分析，即鉴定人受

公安机关委托实施的涉案资金分析鉴定。随着经济犯罪的数字化、复杂化、隐蔽化，涉案

资金的分析研判工作已经成为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普遍运用的一类侦查措施，贯穿于资金

密集型刑事案件的整个侦办过程。而公安机关启动资金分析鉴定的前提，则是侦查人员

① 参见徐婷：《“金析为证”有效提升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载《人民公安报》2025 年 4 月 23 日，第 4 版。

② 参见李丽：《资金数据分析结论证据转化研究》，载《公安研究》2024 年第 6 期，第 24-25 页；刘铭：《金析为证：数智

侦查成果证据化的实践探索》，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 年第 2 期，第 83 页。

③ 参见《“金析为证”大事记》，载《中国防伪报道》2025 年第 9 期，第 10-11 页。

④ 参见前注 ①，徐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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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涉案资金数据分析方面的专门性问题。相较于侦查人员资金分析研判的普遍性、全

程性，鉴定人的资金分析鉴定具有阶段性与滞后性。而且，侦查人员与鉴定人属于不同

法律性质的诉讼参与者，承担不同的诉讼功能，所以侦查型资金分析与鉴定型资金分析

遵循不同的制度逻辑，侦查人员与鉴定人提供的资金分析报告，如果需要作为证据使用，

理应归属于不同的证据类型。

当前研究倾向于讨论金析为证的正当性、合理性，以及资金分析报告的法律性质、证

据定位等问题。⑤《资金分析鉴定规定》公布后，理论研究又聚焦于“金析为鉴”——资

金分析报告转化为鉴定意见——的法律风险及其制度控制。⑥ 既有研究看到了侦查 / 实
践的无力与司法 / 立法的不足，为公安机关推动金析为证、特别是金析为鉴作出了智识

贡献。但既有研究的最大缺憾，就是没有区分两类资金分析的内在逻辑，对公安机关推

动“资金分析研判→资金分析鉴定”的单向制度改造缺乏理论反思。有鉴于此，本文以

侦查阶段公安机关的两类资金分析的讨论为起点，阐述资金分析鉴定的发生逻辑；之后

基于鉴定人与侦查人员的诉讼角色与诉讼功能差异，提出资金分析报告证据化的二元模

式；最后，基于金析为证的“个案研究”，提出大数据分析报告的证据化路径。

二、资金分析的两种类型

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对资金的分析存在侦查型资金分析与鉴定型资金分析两种类

型。两类资金分析在实施主体、分析对象与发生机制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一）从侦查型资金分析到鉴定型资金分析

涉案资金分析并非公安机关经侦部门侦查办案中的新生事物。早在 20 世纪 80 年

代，侦查人员办理经济财产类犯罪案件时，已在从事一些简单的资金分析工作。⑦ 近年

来，涉案资金的海量化、数字化趋势使得侦查人员的涉案资金分析工作既具有专业技术

门槛，又成为经侦办案的常规普遍操作。公安部在 2016 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经济犯罪

侦查工作会议上将违法资金分析与查控技术列为公安机关继刑事科学技术、技术侦查、

网络侦查技术、图像侦查技术之后的第五大侦查技术手段，并由公安机关经侦部门专业

建设、全警共享共用。⑧ 不过，直到 2023 年 9 月 8 日，在北京市公安局第 41 期“金析

为证”法制文化主题沙龙中，资金分析才被明确界定为“根据案件侦查、调查工作的需

要，有权机关（侦查、监察调查机关）依法对涉案资金数据进行梳理分析，对资金交易的

⑤ 参见殷炳华：《资金数据分析报告证据化的证据论基础和现实路径》，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5 期；陈禹橦：《资金数据分析报告证据化符合现实司法需求》，载《检察日报》2025 年 3 月 22 日，第 3 版。

⑥ 参见郭华：《资金分析报告的功能及其证据归属的风险控制——基于公安机关“金析为证”的思考》，载《法学》2025
年第 6 期；褚福民：《大数据证据的鉴定意见化问题研究——以金析为证为例的分析》，载《法学杂志》2025 年第 5
期；贠丹：《资金数据分析报告的理论反思及规范进路》，载《河北法学》2025 年第 12 期。

⑦ 参见程小白、邓昌智主编：《违法资金分析与查控技术实务指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4 页。

⑧ 参见史晓全、程小白：《违法资金分析师队伍建设探讨》，载《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学报》2024 年第 6 期，第 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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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账户、金额大小、交易时间、对手信息的关联性和共同性进行梳理，确定账户之间的

关系和资金去向，对违法犯罪事实进行分析研判的侦查、调查过程”。⑨ 上述界定把资金

分析作为公安机关的一类侦查措施。

传统经济财产类犯罪案件涉案资金总量偏少、结构单一、关系简单。侦查人员借助

手绘资金流向图或者简单的办公软件，就大致可以完成资金分析的初步工作。如果侦查

人员分析涉案资金遇到财务会计方面的专门性问题，还可以委托鉴定人进行司法会计鉴

定。虽然存在一些问题，⑩ 司法会计鉴定整体上还是与传统经济犯罪侦查实践相适配。

但随着网络技术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涉众类资金密集型刑事案件中的资金数据发生

了结构性变化：一是涉案资金数字化，主要体现为电子数据；二是资金数据海量化，个案

中的涉案资金动辄千万条甚至上亿条；三是数据结构多元化，呈现出结构化、半结构化与

非结构化的多元数据；四是资金关系复杂化，涉案资金既流经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

支付机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等众多节点，又具有快进快出、小额多笔、多笔混同等特征。

涉案资金的结构性变化，使其同时具有“数据 + 财产”的二元属性。数据属性使得涉案

资金的分析、梳理与穿透成为侦查人员当前面临的新型专门性问题。

不过，涉案资金“数据 + 财产”属性的一体化，导致侦查人员面临的资金数据分析

专门性问题可能同时牵涉财务会计专门性问题。一些司法会计鉴定人士据此认为，资金

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实际上等同于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5 年颁发的《人民检察院司法会

计工作细则（试行）》第 9 条规定的“财务往来账项的确认”，即财务会计专门性问题包

含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⑪ 该观点简化了侦查人员面临的涉案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

问题的复杂性。除交易信息、对手信息、资金流向等财务会计问题之外，资金数据分析还

要解决其他专门性问题，如重点嫌疑人或嫌疑团伙的画像、犯罪嫌疑人或嫌疑账户定位、

犯罪团伙的关系结构等。⑫ 所以公安机关资金分析的材料不限于财务会计资料，还包括

大量其他涉案资金数据与非资金数据。⑬ 而且，涉案资金的大数据特性使得侦查人员进

行资金分析除了要具备必要的财务会计专门知识之外，还更加依赖大数据侦查思维，以

及统计分析、数据解析与算法模型等专业知识。⑭ 正是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的综合

性、复杂性，使其优先于甚至试图“吸纳”财务会计专门性问题，进而成为公安机关侦办

涉众类资金密集型刑事案件亟需解决的主要或首要专门性问题。

资金数据分析的专门化、问题化，还可以解释传统司法会计鉴定与公安机关侦查需

求的弱匹配性。一方面，司法会计鉴定人也同侦查人员一样，面临数据洪流带来的资金

⑨ 参见《“数”有专攻 金析为证 专家齐聚共研经济犯罪大数据证据转化之策》，载微信公众号“法青苑”，2023 年 9 月

11 日上传。

⑩ 参见戴蓬：《资金分析鉴定庭审质证中面临的问题及其应对》，载《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25 年第 2 期，第 5-12 页。

⑪ 参见章宣静：《金析为证——公安机关资金分析鉴定的局限性及完善建议》，载微信公众号“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辩护研

究中心”，2025 年 5 月 8 日上传。

⑫ 参见程科：《资金数据可视化分析的应用探索》，载《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20 年第 3 期，第 15-16 页。

⑬ 参见匡正、柳岚：《涉案资金分析报告定案证据转化路径探讨》，载《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24 年第 4 期，第 52 页。

⑭ 参见李建军：《专门性问题视角下资金数据分析证据转化进路研究》，载《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25年第2期，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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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方面的专门性问题；另一方面，缺乏大数据思维与侦查经验的司法会计鉴定人

提供的鉴定意见又难以满足侦查办案需要。⑮ 于是不难看到，个别公安机关将侦查人员

（包括辅助侦查人员分析的专业人员）完成的资金分析报告，委托鉴定人贴上司法会计

鉴定意见的“合法标签”。⑯ 同时，涉案资金分析专门性问题的复杂化，还会增加司法会

计鉴定人的数量、鉴定时间及成本。所以在涉众类资金密集型刑事案件中，传统司法会

计鉴定一直被公安机关认为存在周期长、成本高的缺陷。此外，刑事案件发生的不可预

测性，以及司法会计鉴定收费标准的不统一性，还导致司法会计鉴定的相关经费难以被

准确列入公安机关年初财政预算。而现行财政体制又要求公安机关委托司法会计鉴定

必须经过招投标等公开政府采购流程。与司法会计鉴定相关的各种繁琐手续，无疑也会

影响公安机关办理案件的节奏和进度。⑰

鉴于侦查实践中司法会计鉴定收费过高、鉴定周期过长的问题，一些公安机关通过

委托电子数据司法鉴定的方式来解决侦查人员面临的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⑱ 但电

子数据司法鉴定的对象限于电子数据，且侧重于对数据生成、用户操作与内容关联的分

析。而涉案资金并不限于电子数据，涉案资金分析侧重于对资金数据进行分析推理、建

立内部逻辑关联等，这远非电子数据司法鉴定可以完全覆盖的。加之从事电子数据鉴定

的鉴定人往往既缺乏必要的财务会计知识，又不具备大数据侦查思维与侦查经验，所以

公安机关通过电子数据司法鉴定解决侦查人员面临的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的做法，

存在鉴定主体不适格与超范围鉴定的双重法律风险。

司法会计鉴定、电子数据鉴定与侦查需求的弱匹配性，驱使一些地方公安机关自力

更生，依靠提高内部侦查人员的技术能力，以及指派聘请相关专业人员辅助侦查人员办

案来解决涉案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但侦查人员只是客观证据的收集者与证据收

集的客观记录者，这一诉讼角色或诉讼功能定位，决定了侦查人员提供的类似鉴定意见

的涉案资金分析报告，不能作为法定证据。正因如此，公安部才颁布《资金分析鉴定规

定》，通过鉴定人的资金分析鉴定来解决侦查人员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最终实现资

金分析由“数据”向“证据”的转化，将“金析”的应用场景从案件侦查环节延伸至起

诉、审判环节，将“金析”成果的用途从辅助侦查办案转化为刑事诉讼的定案证据，打通

了资金分析运用于刑事诉讼程序的“最后一公里”。⑲ 所以鉴定人的资金分析鉴定衍生

于侦查人员的资金分析研判，但绝不是要完全取代侦查型资金分析。

⑮ 公安机关也委托注册会计师进行专项审计。但注册会计师欠缺司法会计鉴定知识，普遍执行只适用经济管理而不适

应诉讼的审计准则，因此以专项审计报告代替司法会计鉴定问题更多。参见前注 ⑪，章宣静文。

⑯ 参见前注 ②，李丽文，第 25 页。

⑰ 参见狄克春、相坤：《财务会计事实刑事查证方法及其优化》，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24 年第 2 期，第 90 页。

⑱ 主要是指公安机关委托鉴定人对资金数据进行电子数据存在性鉴定。存在性鉴定的具体内容参见 2020 年司法部印

发的《声像资料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第 18 条。侦查实践中电子数据鉴定的收费远低于司法会计鉴定。笔者调

研的一个案件中，公安机关委托司法会计鉴定，鉴定机构收费高达 2000 万元（若按标的收费是 2 亿），但委托电子数

据鉴定，鉴定机构收费 3 万余元。

⑲ 参见《什么是“金析为证”》，载《中国防伪报道》2025 年第 9 期，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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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侦查型资金分析与鉴定型资金分析的差异

侦查型资金分析与鉴定型资金分析都是对涉案资金数据进行梳理、分析与穿透，所

以侦查人员、鉴定人均要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并且遵循共同的资金数据清洗、检验、分析

技术标准。但两者之间还是存在一些重大差异。

第一，资金分析的主体差异。侦查型资金分析属于侦查人员实施的侦查措施，具有

侦查权属性。侦查权具有垄断性与专属性，侦查型资金分析只能由侦查人员代表公安机

关行使。当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28 条，公安机关可以指派或聘请有专门知识的

人辅助侦查人员分析涉案资金，但他们并不具有独立的诉讼角色。根据《资金分析鉴定

规定》第 4 条，鉴定型资金分析的主体应当是形式上取得鉴定资质、实质上具有资金数

据分析专门知识的鉴定人。侦查人员与鉴定人属于法律性质不同的两类诉讼参与者：前

者参与刑事侦查基于法律授权，后者参与刑事侦查基于专门性知识；前者是客观证据的

收集者与证据收集过程的客观记录者，后者是意见性证据的生产者。我国刑事诉讼采取

回避制度，⑳ 同一案件中侦查人员与鉴定人具有角色单一性、身份排斥性。即便是经侦部

门取得鉴定资格的侦查人员，其一旦接受公安机关指派从事资金分析鉴定，在本案中的

诉讼角色就只能是坚守独立、客观立场的鉴定人。

第二，资金分析的机制差异。“侦鉴分离”的诉讼法理，㉑ 决定了资金分析鉴定应当

采取涉案资金数据“收集—鉴定”的二元分离结构。侦查人员负责涉案资金的收集及

其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与关联性。为了保证资金分析鉴定的客观独立，一般由公安机

关办案部门在委托鉴定时随案移送资金数据，鉴定人通常不能在受理司法鉴定委托之后

代替侦查人员收集资金数据。而侦查人员的资金分析具有资金数据“收集—分析”的

一体化结构。一体化结构除了能提高侦查效率，还在于侦查人员对资金数据的收集、分

析具有循环往复性。因为涉案资金的数字化、碎片化及其分布式存储，导致公安机关对

资金数据的分析处理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调取一批、分析一批、拓展一批，周而复

始直至得到结论。㉒ 鉴定人的资金分析鉴定大多发生于侦查人员资金分析的终结阶段。

办案部门固然可以根据侦查进展补充新的资金数据，或者要求鉴定人根据新收集的资金

数据补充鉴定，但这是例外而非常态。司法鉴定的客观独立性决定了资金分析鉴定不应

演变成鉴定人的司法鉴定与侦查人员的资金数据收集的交替过程，更不能发展成鉴定人

集资金数据收集与司法鉴定于一体的模式。

第三，资金分析的对象差异。在涉众类资金密集型案件中，资金数据过于庞杂，并且

混同于犯罪嫌疑人的日常经济往来数据，以及其他无关人员的合法资金数据。对无关数

据的收集不仅违法，㉓ 而且影响资金分析报告的可靠性。但涉案资金数据的全面性又决

⑳ 参见《刑事诉讼法》第 29 条、《公安机关鉴定规则》（2017 年）第 10 条。

㉑ 参见陈如超：《侦鉴关系的双重错位及其制度调整》，载《河北法学》2025 年第 12 期，第 28-30 页。

㉒ 参见程小白、程科：《资金大数据证据化研究》，载《中国刑警学院学报》2021 年第 5 期，第 70 页。

㉓ 2017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 35 条规定，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

罪案件严禁调取与经济犯罪案件无关的证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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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着资金分析报告的质量，加之收集资金数据时难以准确判断其与案件的关联性，所以

侦查人员的取证范围存在扩大化倾向。涉案资金数据相关性与全面性之间的张力，要求

侦查人员预先排除无关数据。而数据本身无差别，侦查人员通常需要借助其他在案证据，

如犯罪嫌疑人供述、书证等，才能辨识已收集数据的相关性。侦查人员的资金分析工作

不可避免地涉及资金数据与其他在案证据、线索的比较印证，他们甚至还会结合资金数

据与其他在案证据，为进一步侦查取证、锁定犯罪嫌疑人提供建议，并对案件性质、犯罪

嫌疑人的定罪量刑作出法律层面的综合评价。㉔ 就此而言，侦查人员的资金分析工作实

际上融合了资金数据“收集—分析”与刑事案件“事实查明—法律评价”等多重功能。

与此不同，鉴定人的资金分析鉴定工作限于涉案资金数额、流转轨迹等事实问题，而

不能触及资金数据的法律性质、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等法律评价。所以鉴定人资金分

析鉴定的对象应当是公安机关合法收集提取，并经过清洗、校验且满足相关性、真实性与

完整性的涉案资金数据。鉴定人的诉讼职责与中立地位，决定了他们不能像侦查人员一

样，既基于大量非资金数据判断涉案资金的相关性与全面性，又结合全案其他证据对涉

案资金进行法律评价。㉕

上述分析说明，鉴定型资金分析衍生于侦查型资金分析，具有被动性、阶段性特征。

公安机关启动资金分析鉴定需要满足前提条件，即侦查人员分析涉案资金数据面临专门

性问题。而侦查型资金分析具有主动性、全程性特征，贯穿于公安机关的整个办案过程，

甚至可以延伸到初查阶段。资金分析是公安机关侦办资金密集型刑事案件的第一利器，

已经成为侦查人员应当掌握的一项基础性、关键性侦查措施。《资金分析鉴定规定》并

不是要把侦查人员的资金分析研判与资金分析报告全面改造成鉴定人的资金分析鉴定

与资金分析鉴定意见，否则会导致“以鉴代侦”问题，并且给公安机关侦查办案带来高

昂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

三、金析为证的二元模式

在讨论金析为证的具体路径前，有必要对金析为证的三个核心命题，即金析何以为

证、金析能否为证、金析如何为证进行简要分析。

第一，金析何以为证。在涉众类资金密集型案件中，公安机关通过资金分析获得的

“资金小数据”，比资金大数据本身更有证明力。㉖ 甚至可以说，过于庞杂化、碎片化的资

金大数据，如果不能转化成类似资金分析报告的小数据，通常都难以被公安机关、特别是

检法机关直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㉗ 如前所述，既有方案并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传统司法会计鉴定、电子数据鉴定与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的解决之间存在弱匹配

㉔ 参见前注 ⑤，殷炳华文，第 77 页；前注 ⑬，匡正、柳岚文，第 55 页。

㉕ 参见前注 ⑫，程科文，第 16 页。

㉖ 参见前注 ㉒，程小白、程科文，第 66 页。

㉗ 参见谢君泽：《论大数据证明》，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20 年第 2 期，第 126-1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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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公安机关侦查人员提供的资金分析报告也存在证据属性模糊、主体不适格等问题。

侦查办案的实践需求与资金分析报告的证据属性模糊之间的矛盾，推动公安机关近年积

极推进金析为证。第二，金析能否为证。《刑事诉讼法》第 50 条规定，“可以用于证明

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但任何材料作为证据使用，都应满足合法性、关联性与真

实性的要求。“金析”若要“为证”，则意味着公安机关提供的资金分析报告，必须具有

合法性、关联性与真实性。或者说，资金分析报告的证据化，关键在于其能否通过合法性、

关联性与真实性的三重验证。第三，金析如何为证。金析为证的制度功能，在于引导公

安机关制作、收集以及检法机关审查、判断资金分析报告。这意味着金析为证还需要讨

论资金分析报告证据化的具体路径。若没有突破传统证据类型的法定框架，资金分析报

告就应当具象化为某类或某几类法定证据。

应当说，金析何以为证已经不言而喻。目前的理论研究与公安机关的实践推动，都

在力图解决金析能否为证与如何为证的难题，但由于没有区分侦查型资金分析与鉴定型

资金分析，现有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推进都偏向支持或合理化资金分析报告鉴定意见化的

单一立场。本文基于侦查型资金分析与鉴定型资金分析的二元分化，以及侦查人员与鉴

定人关于证据收集的诉讼功能差异，提出金析为证的二元模式：侦查人员针对资金大数

据制作的资金分析报告应归属于检查笔录；鉴定人为解决侦查人员面临的资金数据分析

专门性问题提供的资金分析报告则属于鉴定意见。

（一）侦查人员与鉴定人在证据方面的诉讼功能差异

根据诉讼法理与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侦查人员主要收集提取两类证据。一是结果

性证据，大多形成于案件发生前或者案件发生过程中。如果该犯罪一直持续下去，结果

性证据还可能形成于公安机关立案后的侦查阶段。结果性证据是对案件相关事实要素

的客观记录，用于证明犯罪事实与量刑事实，大都表现为实物证据与言词证据。二是过

程性证据，通常形成于公安机关的办案过程，主要用于证明一些量刑事实以及结果性证

据侦查取证的合法性，一般表现为笔录、情况说明、录音录像等证据材料。㉘ 侦查人员既

是结果性证据的客观收集者，又是过程性证据的客观记录者。

结果性证据与过程性证据都是“事实证据”，要么直接存储与案件相关的信息，要么

直接反映侦查人员的取证过程。它们不是意见性证据，即不是侦查人员基于结果性证据

（如物证、书证、电子数据）形成的推断性或推测性意见。与之不同，“意见证据”则是

相关主体对结果性证据与过程性证据进行鉴别、判断之后提供的推断性或推测性意见。

鉴定意见是意见证据的典型形式。区分事实证据与意见证据的主要意义在于明确侦查

人员与鉴定人的诉讼功能差异。诉讼角色及其分工决定了侦查人员既是结果性证据与

意见性证据的收集者，又是过程性证据的制作者。客观证据收集者与证据收集过程客观

记录者的双重身份，要求侦查人员既不能制作结果性证据，否则属于伪造证据，又不能提

供意见性证据，否则属于取证主体不合法（见表 1）。不过，侦查人员不能提供意见证据

㉘ 参见陈瑞华：《论刑事诉讼中的过程证据》，载《法商研究》2015 年第 1 期，第 84 页。



中国法学 2026 年第 2 期

156

并不代表他们不能对结果性证据进行分析解读。只不过这些分析解读可以辅助侦查办

案，但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表 1 证据类型与侦查人员的诉讼功能

证据类型

事实证据
意见证据

结果性证据 过程性证据

侦查人员的诉讼功能
收集证据 √ √ √

制作证据 × √ ×

在刑事诉讼中，通常是鉴定人等具有专门性知识的人才能生产、制作意见证据。根

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第 1 条，鉴定人参与刑事司法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基础，在于利用科学技术或专门性知识，

对公检法机关办案过程中遇到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与判断之后提供鉴定意见。鉴定

意见不是鉴定人遵循鉴定程序、利用仪器设备检测、检验之后获得的数据、图片等直观鉴

定结果，而是对鉴定结果的成因、内涵等事项给出的一种推断、解读、评判或“翻译”。㉙

鉴定人的诉讼功能决定了他们只能提供作为意见证据的鉴定意见，而不能提供缺少个人

推断性意见的客观检测结果。鉴定人既不能提供事实证据——他们并非当事人、证人、

侦查人员，也不能收集事实证据——他们不是法定的取证主体（见表 2）。

表 2 证据类型与鉴定人的诉讼功能

证据类型

事实证据
意见证据

结果性证据 过程性证据

鉴定人的诉讼功能
收集证据 × × ×

制作证据 × × √

侦查人员与鉴定人在证据方面的诉讼功能差异，可以合理解释侦查取证需要结构化

为“收集→鉴定”两个阶段：侦查人员在前端收集提取结果性证据与过程性证据；鉴定

人在后端解决侦查人员分析解读证据面临的专门性问题，并提供鉴定意见。“收集→鉴

定”的侦查取证结构还说明，司法鉴定具有工具性、补充性，鉴定人提供的鉴定意见具有

依附性，即鉴定意见虽然可以作为独立的法定证据，但一般应当与原有证据（鉴定材料）

相结合，才能共同证明案件事实。

㉙ 参见李学军：《诉讼中专门性问题的解决之道——兼论我国鉴定制度和法定证据形式的完善》，载《政法论坛》2020
年第 6 期，第 44-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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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收集→鉴定”的侦查取证结构主要适用于传统证据，并不完全适配电子数

据的侦查取证。电子数据不仅呈现出海量化、复杂化特征，而且掺杂许多与案件事实无

关的数据，其原始状态很难清晰证明案件事实。㉚ 因此，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16 条与 2019 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以下简称《电子数据取

证规则》）第 43 条，都在前端现场取证和后端检验鉴定之间增加了一个检查阶段，由侦

查人员对扣押的原始存储介质或者提取的电子数据，通过数据恢复、破解、搜索、仿真、关

联、统计、比对等方式进行电子数据检查。电子数据检查既是一个独立的取证阶段，又是

一种全新的侦查取证措施；既非收集提取电子数据本身，又非解决专门性问题的司法鉴

定。它仅是侦查人员对收集提取的电子数据的进一步整理，以科学方法客观反映电子数

据自身内容，直观展现电子数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属于侦查取证工作的自然延续。㉛

电子数据检查具有技术和侦查双重属性。技术属性表明电子数据检查类似司法鉴

定，要求检查人员具备专业技术能力。侦查属性决定了电子数据检查主体必须是侦查人

员，尽管必要时公安机关可以指派或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辅助检查。㉜ 在电子数据检查

结束后，侦查人员应当制作电子数据检查笔录，采用阐述事实的方式如实记录，不能使用

带有侦查人员主观推断、鉴别、判断的用语。㉝ 电子数据检查笔录属于侦查人员制作的过

程性证据，是事实证据而非意见证据。电子数据检查虽然突破了传统侦查取证的阶段构

造与取证措施的法定范围，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侦查人员关于证据收集的诉讼功能。

（二）侦查人员的资金分析：资金数据检查笔录

涉案资金是侦查人员收集提取的结果性证据。数字化背景下，涉案资金除了数据

海量化、关系复杂化之外，还存在完整性、真实性、重复性等方面的问题。对于收集提取

的涉案资金，侦查人员需要通过数据清洗、梳理等检查活动，对资金数据去重、补漏、分

析、穿透，以便进一步发现、提取与案件相关的资金线索与证据，锁定犯罪嫌疑人，查明

犯罪嫌疑人的涉案金额。侦查人员的资金分析对象并不限于涉案的、合法收集的资金数

据，而是可以扩大到一切与案件相关的资金数据与非资金数据。资金分析还是一个“收

集←→分析”资金数据的循环往复过程，具有“事实查明 + 法律评价”的多元功能。基

于侦查人员的诉讼功能，他们提供的涉案资金分析报告并不适宜、当然也无必要全部作

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法定证据。

在资金密集型刑事案件中，侦查人员收集提取的涉案资金主要表现为电子数据。即

便是其他类型的涉案资金，为了便于分析，侦查人员也需将其转化成电子数据。为了实

㉚ 参见万春、王建平、吴孟栓、高翼飞：《〈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理解与适

用》，载《人民检察》2017 年第 1 期，第 56 页。

㉛ 参见周加海、喻海松：《〈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

司法（应用）》2017 年第 28 期，第 34 页。

㉜ 参见《电子数据取证规则》第 44 条。

㉝ 参见刘浩阳等：《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电子数据取证规则释义与实务指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84、1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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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侦查人员资金分析报告的证据化，公安机关可以参照电子数据检查，将侦查型资金分

析改造成资金数据检查，并建构涉案资金侦查取证的“收集→检查→鉴定”三阶段结构。

与电子数据检查功能等同，涉案资金数据检查也不是收集提取资金数据本身，而是对已

经收集提取的资金数据，通过“数据搜索、恢复、破解、关联、统计、比对”等方法进行分

析整理，进而对涉案资金总量、流向及其关系进行技术性、直观性展示。㉞ 这种直观性、技

术性展示形成的证据载体就是侦查人员客观制作的资金数据检查笔录。资金数据检查

笔录是笔录类证据，属于典型的过程性证据。

当然，侦查人员的资金分析报告向资金数据检查笔录的证据转化需要满足相应条

件：第一，资金数据具有合法性、可追溯性与完整性。涉案资金可以表现为电子数据、书

证、物证等不同形式，侦查人员需要根据各类证据的取证程序、取证措施依法合规地收集

提取。侦查人员还要保证用于检查的涉案资金数据能够得以鉴真，即资金数据具有可追

溯性，并经过哈希值校验，以及确保收集阶段与检查阶段哈希值的前后一致性。第二，资

金数据检查主体是具有专业技术能力的侦查人员。作为侦查工作的自然延续，涉案资金

数据检查属于侦查人员的专属工作。同时，涉案资金“数据 + 财产”的二元属性，要求

从事资金数据检查的侦查人员具备必要的大数据分析、电子数据检查、财务会计等方面

的知识。公安机关也可以指派或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辅助侦查人员检查涉案资金数据。

从侦查实践来看，通过有专门知识的人辅助侦查人员检查涉案资金数据，不仅效率高，而

且大幅降低了侦查办案成本。㉟ 第三，侦查人员应当依据统一的技术标准、规范的操作程

序检查涉案资金。侦查人员不仅需要严格遵循标准、规范体系，而且还要合理解释依据

这些标准、规范得到的检查结果。第四，资金数据检查笔录需要如实、客观记录检查过程

与结果。侦查人员不能在资金数据检查笔录中加入推断性或推论性意见。

不过，侦查人员的涉案资金数据检查没有必要采取“侦检分离”模式。涉案资金数

据检查属于侦查措施，是侦查人员对资金分析过程的客观分析与记录，所以收集提取涉

案资金数据的侦查人员无需在资金数据检查中回避。而且涉案资金收集、检查主体的一

体化既能提高侦查效率，又能缓解公安机关资金分析型侦查人员的供给不足。

（三）鉴定人的资金分析：资金分析鉴定意见

公安机关启动资金分析鉴定的前提是侦查人员面临着资金数据分析（资金数据检

查）方面的专门性问题。根据《资金分析鉴定规定》第 2 条，资金分析鉴定就是为了解

决侦查人员分析资金数据面临的专门性问题。而《决定》第 1 条把传统四大类司法鉴

定的诉讼功能明确限定为解决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所以资金分析鉴定与传统司法

鉴定具有诉讼功能的同构性。诉讼功能的同构决定了鉴定人为解决侦查人员资金数据

分析专门性问题而提供的资金分析鉴定意见理应归属于法定鉴定意见之列。资金分析

㉞ 参见前注 ⑥，郭华文，第 183-184 页。

㉟ 某市经侦部门办理一起证券市场造假案，通过聘请注册会计师及助理辅助侦查人员参与司法会计检查，将费用降至 42
万元，比原来审计单位的报价减少约 2000 万元。参见前注 ⑰，狄克春、相坤文，第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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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意见本质上属于鉴定人的个人意见与主观推论，㊱ 不能像侦查人员的资金数据检查

笔录那样只停留于客观反映鉴定人运用资金分析技术标准、规范和方法直接得出的检验

结果。为了保障资金分析鉴定意见的合法性、关联性与真实性，资金分析鉴定应与传统

司法鉴定保持技术同构与制度同构，即建立合法合规、科学可靠的资金分析鉴定意见生

产机制。

基于技术同构，公安部已在参照传统司法鉴定推进资金分析鉴定的技术标准工作。

公安部技术监督管理委员会已分别于 2024 年 10 月 31 日、2025 年 1 月 19 日发布了 6
项“法庭科学 资金数据分析技术标准”（见表 3），涵盖资金数据获取、清洗、检验、软件

技术要求，并制定了经侦部门管辖的非法集资类案件的资金分析规程。目前法庭科学资

金数据分析标准体系已初步搭建完成，公安部经侦部门将继续推动资金数据标准的制定

工作，不断丰富完善资金分析标准体系。㊲ 2025 年 10 月 23 日，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对

外公示了公安部拟成立的资金分析标准化工作组委员名单。㊳ 2025 年 12 月 16 日，公

安部资金分析标准化工作组正式成立。资金分析标准化工作组的成立，旨在推动资金分

析手段建设完善升级，确保资金分析工作程序规范化和方法标准化，以实现资金分析成

果作为刑事诉讼证据应用。㊴

需要强调的是，资金分析技术标准的制定与资金分析标准化工作组的成立具有通

用性，即一体化适用于鉴定人的资金分析鉴定与侦查人员的资金分析（资金数据检查）。

然而，目前公安部制定的 6 项法庭科学资金分析技术标准的具体内容并未公开，其科学

性与可靠性有待检验。实际上，无论是公安部已经制定的还是计划制定的资金分析技术

标准，不仅需要公开化、透明化，而且还应当具有全覆盖性、无偏向性与可验证性、可解释

性。全覆盖性要求资金分析技术标准覆盖鉴定人资金分析鉴定的所有环节，实现资金分

析过程与结果解释的标准化。无偏向性指向资金分析技术标准的底层逻辑，旨在避免标

准制定者个体层面的内隐偏见及社会层面的结构性不平等。无偏向性要求公安机关用

于形成资金分析技术标准的基础数据全面可靠，以及标准本身的制定不能存在系统性偏

见。资金分析技术标准的无偏向性需要通过可验证性与可解释性予以释明：可验证性要

求公安机关制定的资金分析技术标准应当能够被中立第三方检验验证；可解释性则意味

着资金分析技术标准的科学原理、技术参数等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说明。此外，为了保

障资金分析鉴定意见（包括资金数据检查笔录）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全国公安机关应当

适用一套统一的资金分析技术标准、规范。

㊱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释

义》，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 页。

㊲ 公安部还将进一步规划编制基础标准 13 项、技术标准 19 项、管理标准 9 项。参见张君龙：《如何正确认识“金析为

证”？解读之一：把握好顶层设计与实务探索的关系》，载微信公众号“公安部经侦局”，2025 年 6 月 16 日上传。

㊳ 参见《关于对拟成立的公安部资金分析标准化工作组进行公示的公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官网，https://m.mps.
gov.cn/n6935718/n6936579/c10269791/content.html，2025 年 12 月 15 日访问。

㊴ 参见《公安部资金分析标准化工作组成立大会召开》，载微信公众号“公安部经侦局”，2025 年 12 月 16 日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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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公安部发布的法庭科学资金数据分析技术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1
2
3
4
5
6

《法庭科学  资金数据获取规程》GA/T 2158-2024
《法庭科学  资金数据清洗规程》GA/T 2159-2024
《法庭科学  资金数据检验规程》GA/T 2160-2024
《法庭科学  非法集资类案件资金数据分析规程》GA/T 2161-2024
《法庭科学  资金数据分析标准体系表》GA/Z 2328-2025
《法庭科学  资金数据分析软件技术要求》GA/T 2327-2025

基于制度同构，公安部同样参照传统司法鉴定积极推动资金分析鉴定的制度进程。

2025 年 4 月 7 日，公安部印发《资金分析鉴定规定》，将资金分析鉴定纳入公安机关法

定鉴定范畴，作为公安机关第 12 类鉴定项目。《资金分析鉴定规定》通过规范资金分析

鉴定机构、人员建设，规制司法鉴定委托、受理、实施、出具鉴定文书、鉴定人出庭作证等

活动，确保鉴定意见的合法性、专业性、权威性。㊵ 2025 年 7 月 29 日，公安部印发《公

安机关资金分析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试行）》《公安机关资金分析鉴定人登记管理

办法（试行）》（以下简称“两个《办法》”），从登记管理部门、资格登记、年度审验、变更

与注销、复议、名册编制与备案、监督管理与处罚等方面，对公安机关资金分析鉴定机构

和资金分析鉴定人的登记管理工作进行全面规范。两个《办法》连同《资金分析鉴定

规定》，共同构成公安机关资金分析鉴定的基本制度框架。㊶ 2025 年 12 月 15 日，公安

部经侦局召开公安机关资金分析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评审会议，邀请相关专家组成评审工

作委员会，按照两个《办法》及其他规定，对首批资金分析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进行评审。

公安部经侦局将在履行相关程序后，授予评审通过的申请单位、申请人资金分析鉴定机

构、鉴定人资格，并督导上述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规范开展鉴定工作。㊷

但技术标准与制度规则的制定，只是资金分析鉴定意见具有合法性与可靠性的必要

而非充分条件。由于资金分析鉴定意见衍生于涉案资金数据，所以资金数据的合法性、

完整性、真实性、可追溯性，同样影响甚至决定着资金分析鉴定意见的合法性与可靠性。

在侦鉴分离的理论视野下，公安机关需要在证据收集、检查两个阶段，严格把关涉案资金

数据质量，而不应该将其真实性、完整性、可追溯性的判断交付鉴定人。

自 2023 年 9 月公安部经侦局首次提出金析为证到 2025 年 11 月，资金分析报告已

在全国 27 个省份的 200 余起案件判决中被作为证据使用。㊸ 然而，与公安机关每年办理

㊵ 参见《公安部关于印发〈公安机关资金分析鉴定工作程序规定（试行）〉的通知》，载《人民公安报》2025 年 4 月

17 日，第 2 版。

㊶ 参见徐婷：《公安部印发公安机关资金分析鉴定“两个〈办法〉”》，载《人民公安报》2025 年 8 月 4 日，第 1 版。

㊷ 参见《公安部经侦局组织召开公安机关资金分析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评审会议》，载微信公众号“公安部经侦局”，

2025 年 12 月 15 日上传。

㊸ 参见徐婷：《“金析为证”有效破解执法难题》，载《人民公安报》2025 年 11 月 12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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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犯罪案件相比，㊹ 资金分析报告被法院作为证据使用的比率相当低。造成这一现

象的部分原因在于资金分析报告证据属性的模糊性，以及资金分析鉴定目前尚未付诸司

法实践。应该说，金析为证的二元模式在解决资金分析报告能否证据化及如何证据化的

基础上，能够为资金数据检查笔录与资金分析鉴定意见的生成机制、审查机制提供制度

指引，还能为两类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与真实性提供制度化与技术化的双重保障。

四、金析为证的风险应对

公安部推动的金析为证，是以鉴定人的资金分析鉴定意见作为最终转化目标，㊺但金

析为证的一元模式忽略了侦查人员提供涉案资金数据检查笔录的证据化路径。笔者主

张，金析为证应当采取资金数据检查笔录与资金分析鉴定意见的二元模式。不过，无论

是采取一元模式还是二元模式，金析为证都需要回应资金分析鉴定的正当性质疑与侦鉴

关系的模糊性风险。

（一）资金分析鉴定的正当性风险及其应对

资金分析鉴定的正当性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与其他

专门性问题的合理边界；二是资金分析鉴定意见的法定证据定位。

第一，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的范围清晰化。《资金分析鉴定规定》第 2 条将资

金分析鉴定的法律功能界定为解决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由于涉案资金整体上具

有“数据 + 财产”的双重属性，所以侦查人员面临的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具有综

合性、复杂性，难以通过司法会计鉴定、电子数据鉴定等传统司法鉴定全面、彻底地解决。

传统司法鉴定的弱匹配性，决定了侦查人员面临的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具有一定程

度的独立性，公安机关推动资金分析鉴定具有实践合理性。

同时，正是涉案资金“数据 + 财产”的二元属性，导致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一

方面与电子数据鉴定解决的数据专门性问题存在一定交叉，另一方面又与司法会计鉴

定解决的财务会计专门性问题具有部分重叠，这就意味着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与

其他专门性问题的边界需要相对明晰。参照司法部 2020 年颁布的《物证类司法鉴定

执业分类规定》《声像资料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等规定，可以通过列举资金分析鉴

定的执业类别来明确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的大致范围。当然，资金数据分析专门

性问题与其他专门性问题的交叉性，决定了资金分析鉴定与司法会计鉴定、电子数据鉴

定的部分重叠在所难免。事实上，当前法医类司法鉴定、物证类司法鉴定、声像资料司

法鉴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交叉地带。为更好地解决资金

㊹ 2025 年 1—5 月，全国公安经侦部门共立各类经济犯罪案件 4.4 万起。参见徐婷：《赛技能练本领 开思路探新路 “论

剑 2025”全国公安经侦部门比武练兵活动决赛侧记》，载《人民公安报》2025 年 7 月 11 日，第 4 版。2024 年全国公

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 7.8 万起。参见张诗淇：《公安机关严打各类经济犯罪 破获经济犯罪案件七点八万

起 涉案金额超八千亿元》，载《人民公安报》2025 年 1 月 9 日，第 1 版。

㊺ 参见前注 ㊸，徐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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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鉴定的问题，除了明确资金数据分析专门性问题的边界之外，还需要优化资金分析

鉴定人的知识结构。

《公安机关资金分析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试行）》第 10 条规定了个人申请资金分

析鉴定人的资格条件，但该条规定列举的条件只有第 3 项明确了申请人的实质要件，即

“取得高级资金分析能力证书，或者从事资金分析相关工作五年以上、取得中级资金分析

能力证书并通过公安部登记管理部门专业能力测试”。遗憾的是，该项申请条件过于形

式化，对于资金分析鉴定人应当具备的专业技能、知识、经验等均语焉不详。资金数据分

析专门性问题的综合性、复杂性要求资金分析鉴定人掌握必要的司法会计、电子数据、数

据分析、大数据侦查等方面的专门性知识，公安机关应当合理设定侦查人员或其他相关

人员取得高级、中级资金分析证书的知识结构、教育背景、培训经历等实质性条件。

第二，资金分析鉴定意见的法定证据化。2005 年《决定》第 2 条授权司法行政机关

对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声像资料鉴定等三大类鉴定进行统一登记管理。2015 年 12
月 21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

纳入统一登记管理范围的通知》，将统一登记管理的范围扩大到环境损害鉴定。资金分

析鉴定是公安部自主增设的鉴定项目，并不属于国家统一管理的四大类鉴定。四大类鉴

定与其他类鉴定的分化管理引起如下质疑：资金分析鉴定意见是否属于《刑事诉讼法》

第 50 条规定的鉴定意见？

2013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

简称《刑事诉讼法解释》）第 87 条规定：“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但没有法定

司法鉴定机构，或者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可以进行检验的，可以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

人进行检验，检验报告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该条规定在国家统一管理类鉴定与

其他类鉴定之间制造出差异。由于欠缺国家统一管理赋予的法定资质，其他类鉴定机构、

鉴定人提供的“鉴定意见”被降格为检验报告，并且只能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但在司

法实践中，检验报告的功能其实等同于鉴定意见，㊻ 所以 2021 年《刑事诉讼法解释》第

100 条对该条进行了修正：“因无鉴定机构，或者根据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指派、聘请

有专门知识的人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出具的报告，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从“检验报告”

到“报告”、从“定罪量刑参考”到“证据”的制度改造，主要理由在于这些报告发挥着

与鉴定意见同等重要的作用。而且现实中的专业性问题层出不穷，司法鉴定却非常有限，

允许出具报告不仅是应急之策，而是已成为常态。㊼ 但无论是作为定罪量刑参考，还是作

为证据使用，鉴定人提供的资金分析鉴定意见严格来说都不是法定的司法鉴定意见。

实际上，《刑事诉讼法》迄今都未将司法鉴定严格限缩于四大类鉴定，也没有否定

鉴定人提供的其他类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针对《刑事诉讼法》第 146 条的释义指出，

㊻ 参见涂舜、陈如超：《刑事检验报告制度的实证研究——评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87 条》，载《甘

肃政法学院学报》2018 年第 3 期，第 100-114 页。

㊼ 参见李少平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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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机关常用的专门性鉴定，除四大类鉴定之外，还包括会计鉴定、价格鉴定、文物鉴定

等其他类鉴定。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释

义》也指出，司法鉴定涉及的专门性问题非常广泛，将各行各业的技术部门全部纳入统

一管理范围不现实也不可能，管不好也管不了，实践中如果有的案件涉及的专门性问题

需要鉴定，而登记范围以内的鉴定人或鉴定机构不能鉴定的，可以要求登记范围以外的

技术部门或人员进行鉴定，并不妨碍司法鉴定工作。㊾

基于上述分析，资金分析鉴定意见应属于法定证据意义上的司法鉴定意见。我国司

法鉴定统一管理范围的有限性与诉讼专门性问题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刑事司法

不能仅仅依赖鉴定人（包括鉴定机构）的法定资质来评判他们提供的鉴定意见的可靠

性，也不能仅因为其他类鉴定的鉴定人没有国家统一颁布的法定鉴定资质，就否定他们

提供的鉴定意见的证据资格。

（二）侦鉴关系的模糊化风险及其应对

侦查人员与鉴定人的诉讼角色及其功能差异决定了我国的侦鉴关系应当分离。侦

鉴分离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功能分离，公安机关既不能以侦查人员的侦查取证代替鉴定

人的司法鉴定，也不能以鉴定人的司法鉴定代替侦查人员的侦查取证；二是体制分离，鉴

定机构、鉴定人要么外置于公安机关，要么相对独立于公安机关的办案部门；三是人员分

离，鉴定人不能同时承担侦查工作，司法鉴定独立于侦查办案。基于侦鉴分离的理论逻

辑，公安机关推动的金析为证存在侦鉴关系的模糊化风险。

第一，侦鉴功能的混同化。从资金分析报告向资金分析鉴定意见的单向制度改造，

容易产生公安机关以鉴定人的资金分析鉴定替代侦查人员资金分析（以鉴代侦）的质

疑。这种质疑部分源于《资金分析鉴定规定》的规定。一是由鉴定人清洗涉案资金数据。

《资金分析鉴定规定》第 25 条把资金数据清洗作为资金分析鉴定的主要流程。实际上，

资金数据清洗涉及过滤、去重、格式转换、校验、补全等，属于侦查人员资金数据检查的典

型内容，而不是鉴定人资金分析鉴定的前置程序。根据司法鉴定的一般法理，鉴定人只

能对办案部门移送的鉴定材料进行司法鉴定，至于鉴定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

关联性由委托方负责，鉴定人不能改变原始鉴定材料的性质、形态等。此外，资金数据清

洗往往需要结合其他非资金数据，如犯罪嫌疑人口供、被害人陈述等，鉴定人接触这些证

据难免会影响他们对资金数据的客观判断，形成不利于犯罪嫌疑人的鉴定意见。鉴定人

清洗的算法工具不同、选择的相关参数不同，也会影响涉案资金数据的清洗结果，㊿ 并进

而影响到司法鉴定的科学性与鉴定意见的可靠性。二是由鉴定人出具《资金分析检验

报告》。根据《资金分析鉴定规定》第 33 条，鉴定人制作的鉴定文书包括《资金分析鉴

定书》与《资金分析检验报告》两种。《资金分析检验报告》的内容包括：鉴定由来、

鉴定过程的客观反映，鉴定人运用资金分析技术标准、规范和方法直接得出的检验结果。

㊽ 参见王爱立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01-303 页。

㊾ 参见前注 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书，第 5 页。

㊿ 参见前注 ㉒，程小白、程科文，第 68、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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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侦查人员与鉴定人的诉讼功能差异，制作《资金分析检验报告》的适格主体应当是

侦查人员而非鉴定人，因为《资金分析检验报告》实质上等同于侦查人员制作的资金数

据检查笔录。

侦查实践中的以鉴代侦倾向，还可能扩大到鉴定人代替侦查人员进行法律性质的评

价。例如，鉴定人的资金分析鉴定意见中可能涉及资金数据的法律性质、犯罪嫌疑人涉

案金额及其主观故意的判定。■ 这些本该属于侦查人员的法律评价，可能被包装成鉴定

意见这种科学证据，导致资金数据检查与资金分析鉴定、资金数据事实判断与法律评价

的一体化。资金分析鉴定与刑事侦查之间的边界模糊不仅弱化了鉴定人参与刑事侦查

乃至刑事司法的正当性，而且还可能导致他们承担案件事实认定错误的法律风险。

侦鉴的功能混同还表现在以侦代鉴方面，典型形式就是侦查人员承担了司法鉴定功

能，对资金数据进行鉴别与判断，并在此基础上提供推论性或推断性意见。考虑到侦查

人员的诉讼角色及其功能，检法机关都较为审慎，倾向于把这类资金分析报告不作为证

据使用。为了应对这一现实困境，部分公安机关委托鉴定人对涉案资金进行司法会计鉴

定，但司法会计鉴定与侦查需求的弱匹配度，又驱使侦查人员参与甚至主导鉴定人的司

法会计鉴定。极端情况下，鉴定人的鉴定意见只是侦查人员资金分析报告的翻版。虽然

《资金分析鉴定规定》与两个《办法》已经公布，但鉴定人提供的资金分析鉴定意见的

法律效力尚需实践检验，所以部分公安机关依然倾向司法会计鉴定，这种隐性的以侦代

鉴一时难以根除。

第二，鉴定机构的内置化。鉴定人应当、并且只能在一个鉴定机构从事资金分析鉴

定工作，所以资金分析鉴定机构的设置决定了鉴定人归属。《资金分析鉴定规定》第 7
条规定，资金分析鉴定中心（实验室）设置在省、市两级公安机关经侦部门，以及公安机

关所属院校与科研机构。由此看来，资金分析鉴定机构主要内置于公安机关的经侦部门，

鉴定人、鉴定机构并未实现与办案部门的分离。由于鉴定人、鉴定机构对经侦部门存在

体制性依附，以及缺乏第三方社会鉴定机构、鉴定人参与竞争，资金分析鉴定难以消除人

们对鉴定人客观性、独立性的质疑。■ 这种质疑因为鉴定人的资金分析鉴定可以依法使

用非资金数据而被进一步强化，■非资金数据的使用，可能使得鉴定人从体制性的单一依

附演变成“体制 + 信息”的双重依附。

第三，侦查人员与鉴定人的角色一体化。鉴定人与侦查人员角色分离的前提在于公

安机关储备了足够的具有资金分析能力的侦查人员与鉴定人。截至 2025 年 11 月，公安

机关已组织了近 2 万名经侦民警参加资金分析能力培训，培养初级资金分析师 6700 余

名、中级资金分析师 1500 余名。■ 但如前所述，民警申请成为资金分析鉴定人需要取得

高级资金分析能力证书，或者从事资金分析相关工作五年以上并取得中级资金分析能力

■ 参见前注 ⑬，匡正、柳岚文，第 55 页。

■ 参见前注 ⑥，褚福民文，第 133 页。

■ 参见《资金分析鉴定规定》第 5、11 条。

■ 参见徐婷：《互学互鉴提办案质效 共思共享促司法实践》，载《人民公安报》2025 年 11 月 14 日，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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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不过，取得高级、特别是中级资金分析能力证书的民警，未必一定能够通过鉴定人

资格评审。何况，资金分析鉴定人面临职业前景和晋升空间不明、错鉴责任追究、技术难

度较大等多重压力，经侦部门一线民警选择成为司法鉴定人的积极性并不高。此外，侦

查型资金分析、特别是资金数据检查的技术属性，导致公安机关在同一案件中需要同时

配备多名高水平侦查人员与鉴定人。加之资金分析鉴定人各地分布不均，同一案件需要

两名鉴定人加一名复核鉴定人，以及从事重新鉴定的鉴定人的专业技术资质不得低于原

鉴定人，■ 所以公安机关必然存在资金分析鉴定人的结构性短缺。为了保障鉴定人的客

观独立，《公安机关资金分析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试行）》第 4 条特别强调，资金分析

鉴定人应当独立开展资金分析鉴定工作，不得从事资金分析以外的侦查工作。但内置化

的资金分析鉴定体制与资金分析鉴定的人才短缺，很可能导致公安机关难以实现同一案

件中侦查人员与鉴定人的身份分离。

为了应对侦鉴关系的模糊化风险，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下述措施：一是明确侦查人员

的资金分析与鉴定人的资金分析鉴定的合理边界，将资金数据清洗、资金数据检验等工

作仅赋予侦查人员，并严格限制鉴定人接触非资金数据的范围。二是内置于公安机关的

资金分析鉴定机构、鉴定人应与经侦部门实现相对分离。公安机关还应遴选部分高质量

的第三方资金分析鉴定机构、鉴定人，引入资金分析鉴定的良性竞争机制。毕竟涉众型

资金密集型案件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人身权利，而且还涉及庞大涉案资金的合法归属。

当事人不满公安机关资金分析鉴定意见，或者不信任公安机关内部鉴定人时，由公安机

关委托第三方社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或许是一种较好的替代性方案。三是一定程度上

解决公安机关资金分析鉴定人才供给与激励机制双重不足的问题。人才供给需要内培

外引，内部培养优先。当前的资金分析鉴定工作主要还是依赖通过专业培训并获得鉴定

资质的公安机关内部侦查人员承担，公安机关应从职称、待遇等方面激励侦查人员取得

鉴定人资质并且愿意承担资金分析鉴定工作。

五、大数据分析报告的证据化路径

除了资金流大数据，刑事案件中还存在人员流、通讯流、物流等其他涉案大数据。包

括资金流大数据在内的涉案大数据给刑事司法带来三方面难题：一是海量证据之间的内

部关系变得复杂隐蔽；二是证据过于碎片化，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趋于弱关联

性甚至无关联性；三是单个证据的低价值密度使其反映的案件信息较为片面化。这些难

题导致涉案大数据难以被直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基于侦查办案需要，公安机关针对涉

案大数据制作了各类大数据分析报告。但长期以来，法定证据种类的封闭性、侦查人员

提供大数据分析报告的主体适格性、大数据分析报告生成机制与评价机制的缺失性共同

驱使检法机关倾向保守与审慎。保守与审慎倾向塑造的“司法惰性”导致公安机关提

■ 参见《资金分析鉴定规定》第 32、3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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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大数据分析报告难以被检法机关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即便被一些法院当作定案根

据，大数据分析报告也多半被转化成电子数据、书证、鉴定意见等其他证据。■

司法实践需求与制度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驱使理论界持续关注大数据分析报告的

证据化问题。关于大数据分析报告的证据定位，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将大数据

分析报告归属于鉴定意见；二是建议把大数据分析报告作为独立证据。■ 两种观点并非

泾渭分明。例如，一些关于大数据分析报告鉴定意见化的观点更像权宜之计，即大数据

分析报告作为鉴定意见具有暂时性与过渡性，论者还是希望《刑事诉讼法》将其作为独

立的法定证据。■ 实际上，人员流、信息流、物流等其他涉案大数据与资金流大数据具有

同构性：数据海量、内部关系复杂，难以被公检法机关直接用以证明案件事实。这些涉案

大数据需要转化成小数据形式的大数据分析报告。如此一来，资金分析展示的技术机理

与金析为证蕴含的制度法理，同样可以适用于其他大数据分析报告的证据化。

具体来说，涉案大数据分析报告的证据化也可以采取二元模式。一是侦查人员制作

的大数据分析报告作为大数据检查笔录。对各类涉案大数据进行分析已经或正在成为

公安机关各部门侦查人员需要掌握的一项基础性、常规性侦查措施。但侦查人员制作的

大数据分析报告并非都需要转化成鉴定意见。客观收集结果证据与客观制作过程证据

的诉讼功能，决定了侦查人员提供的大数据分析报告只能作为检查笔录。大数据检查笔

录是侦查人员对检查过程及其结果的客观记录与技术展示，不是他们基于大数据检查形

成的推断性意见。当然，刑事司法并不禁止侦查人员提供意见性的大数据分析报告，但

这类报告只可以作为侦查线索。■ 二是鉴定人提供的大数据分析报告作为鉴定意见。与

涉案资金数据检查一样，侦查人员检查其他涉案大数据同样面临专门性问题。司法鉴定

是刑事司法解决诉讼专门性问题的法定证据方法。侦查人员面临大数据分析方面的专

门性问题，并且需要鉴定人进行鉴别与判断时，公安机关应当指派或聘请鉴定人进行大

数据分析类司法鉴定。鉴定人提供的大数据分析报告属于鉴定意见。

大数据分析报告证据化的二元模式需要相应的配套制度。一是建构大数据分析报

告的生成机制与评价机制。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证据的类型化、法定化，反映了刑事立法

的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尽管存在封闭性与僵化性，但法定证据类型确实有助于指

导与规范公检法机关办案人员收集提取与审查判断证据。资金分析报告的证据化只是

开端，还需逐步建立其他大数据分析报告证据化的生成机制与评价机制。

二是增设大数据分析类司法鉴定项目。司法鉴定旨在解决公检法机关办案人员面

■ 参见徐惠、李晓东：《大数据证据之证据属性证成研究》，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1 期，

第 48-49 页。

■ 参见何家弘等：《大数据侦查给证据法带来的挑战》，载《人民检察》2018 年第 1 期，第 56 页；郑飞、马国洋：《大数据

证据适用的三重困境及出路》，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3 期，第 208-217 页。

■ 参见刘品新：《论大数据证据》，载《环球法律评论》2019 年第 1 期，第 28 页。

■ 需要提醒的是，大数据检查笔录并不等同于侦查人员通过大数据检查获得的相关数据。这些数据本身就是可以证明

案件事实的证据。它们可能是几条小数据，也可以是批量大数据。本文讨论的大数据检查笔录是侦查人员对涉案大

数据进行检查之后形成的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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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专门性问题。大数据分析的专门问题化，使其成为司法鉴定科学亟需回应的新问题。

大数据分析类司法鉴定与传统四大类司法鉴定具有功能同构性，这种功能同构决定了两

者的技术同构与制度同构。刑事司法可以参照传统四大类司法鉴定，塑造大数据分析类

司法鉴定的技术标准与制度规则。但由于两类司法鉴定解决的专门性问题具有一定的

交叉性，以及它们在技术原理、鉴定对象、鉴定方法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异，刑事司法同样

需要明确大数据分析类司法鉴定解决专门性问题的范围及边界，保障作为鉴定材料的大

数据的质量，建立科学可靠的鉴定标准与规范的鉴定制度。虽然公安部经侦局推动的资

金分析鉴定存在问题与不足，但其毕竟填补了公安机关乃至我国司法领域大数据分析鉴

定项目的空白。■ 刑事司法可以以资金分析鉴定为契机，推进大数据分析类司法鉴定理

论、技术与制度的三位一体化进程。

Abstract: The public security organ has promoted the ‘Evidence-Oriented Capital 
Analysis’ (EOCA) initiative, which aims to establish capital-flow analysis as a formal forensic 
discipline and elevate capital-analysis reports to the status of admissible expert opinions. 
However, a functional distinction persists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capital analysis: one 
conducted by investigators for operational purposes (investigative capital analysis), and the 
other carried out by accredited experts for evidentiary use (expert capital analysis). Grounded 
in the proced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investigation and expertis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EOCA should adopt a dual-track system. Reports produced by investigators should be 
classified as big data inspection records, while those generated by certified forensic experts 
should be considered expert opinions. Using the EOCA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proposes a 
general two-path model for integrating big data analysis into criminal evidence: distinguishing 
between inspection records and expert opinions. This approach not only clarifies the 
admissibility and legal status of such reports but also promotes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legitimacy of big data forensics in criminal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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